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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论

在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经济组织的两大理论。自从上世纪30年
代被提出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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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等；经典委托代理问题于1932年由伯利和米恩斯首次提出，他们注意到在大型组织或公司中，所

有权与经营权常常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后来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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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和手工作坊逐渐式微，以包买商为代表的商人阶级应运而生。在特定时空

范围内，包买商制这一生产组织形式适应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生

产技术的提高、市场需求的扩大、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当包买商分包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超

过集中组织生产所带来的规模收益时，包买商制将逐渐向工场制生产转换。这一进化过程以近代英

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典型[1]。

从总体上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不同生产组织形式之间存在新老更替的线性趋势。但对于

大部分商品来说，由于在生产上可细分为多道工序，与不同工序对应的多种生产组织形式往往共存于

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某一商品其自身特有的属性与特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决定了这一

商品的最优生产方式。具体来说，规模效用较大的工序可以实施集中生产的工场制或工厂制，其他工

序则更加适合实施包买商制。在给定条件下，这两种制度相互依赖、相互转换。

以纺织业为例，纺纱的生产工序主要采用手工业制的生产组织形式，织布的生产工序则以外包制

为主，这两道工序在商人的控制下由农民完成，最后的印染工序则集中于大作坊进行。其主要原因在

于棉布印染这一工序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为保证成品质量的稳定，大规模加工相对于个人分散加工更

具优势；其次，印染这一工序对技术水平也有一定要求，往往超出了单个手工业者的能力所及。而纺

纱、织布等工序在技术革命以前没有很强的规模效应，虽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生产作坊等生产组织形

式，但规模往往受限，商人组织生产所能节约的成本往往抵不上包括监督生产、工人培训、工人流失等

在内的新增成本；再次，相较于工场制，包买商制对于外部需求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工场或

企业作为一种正式的生产组织形式，不仅内部协调成本较高，且行动上受限于自身的层级结构而变得

迟钝。与之相比，包买商制度通过（非正式的）契约形式便实现了协调，节省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

关系双方具有较大的行动灵活性[2]。限于纺纱或者织布这些工序较低的生产技术水平与简易的生产

设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效应，因而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包买商制在成本上相

较于工场制仍存在一定优势。

历史上，包买商制度曾被认为是介于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与工场手工业（最终发展至工厂制现

代工业）这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之间，在其中扮演了过渡者的角色。原工业化理论[3]认为，从生产关系或

雇佣关系上看，随着市场的发展与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小农群体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到了商品经济的变

革之中。鉴于小农阶层势单力薄，原始资本积累有限，在生产上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为使其生产的商

品实现价值，往往需要商人们在原料供给、设备资金、产品分销等方面为其提供不同程度的必要支

持。而从长期上看，由于积累技术与资本的 缺

为使 协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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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所特有的优势，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存在的价值仍广泛存在[1]。

三、交易成本、风险分担与信息不对称：一个解释框架

在其论文《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2]一文中，张五常从交易成本与风险分担的

角度论述了影响佃农在选择不同土地合约时的决定因素，这些合约形式主要包括定额地租合约、分成

合约和工资合约。一方面，与定额租约和工资合约相比，高额的测量成本导致了分成合约居高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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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成的谈判成本，以及不对称信息所导致的委托代理成本等。尤其是后者，如上节所述，鉴于包

买商与小生产者签订的主要是短期契约，合作时间上的限制导致了包买商难以在短期内观察到关于

小生产者生产能力的信息。由于劳动市场上不同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与努力程度相差各异，不可避免

地，基于不对称信息的格雷欣法则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失灵。再加上生产的分散所导

致的监督上的高成本，其代价是在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小生产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尤其严

重。主要表现在小生产者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行为盛行。

工场制生产则类似于定额地租或工资合约，小生产者获得固定收入，包买商则成为了组织中唯一

的剩余索取权所有者，其代价是生产的风险则全部转移至包买商。且与包买制预付生产相比，工场经

营在生产量的调节上弹性更小，这加剧了未来不确定所导致的风险。但是，类似于纵向一体化，包买

商通过将小生产者组织在特定地点进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监管，也更加容易通

过观察获取关于小生产者生产能力的信息，这都将有助于减少小生产者与包买商间由于信息不对称

所导致的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包买商最终采取的生产组织形式取决于其在风险规避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风险

规避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关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导致风险规避程度的上升。

此时，部分风险规避程度较高的包买商将倾向于同小生产者签订分成合约以共同分担未来的风险，与

之相对应的生产组织形式类似于包买商制，但其代价是较高的交易成本；反之，如果包买商看好未来

的发展前景，有比较大的把握能够在未来能取得高收益，他将更加倾向于同小生产者签订定额租约或

工资合约。此时，类似于工场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将更可能被采纳。在这一合约下，不管未来收益如

何，小生产者只获得事前约定的固定收益，全部未来剩余收益归包买商所有。由于监督上的加强，与

包买商制相比，工厂制更加有助于化解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问题，进而降低总交易成本。

从历史来看，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工业化先发国家相比，近代我国手工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始终

难以从小规模分散式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向工场制大机器生产转化。而对于工业化后发国家来说，这

一转化往往在其向工业化领先国家的追赶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我

国农村手工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在3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急剧下滑。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广泛

的注意，其中的原因也众说纷纭，如技术上的不足与生产上的偷工减料和粗制滥造（史建云，1996），行
会的阻碍（王素琴，1999），人口过密化导致的商人雇工成本过高（黄宗智，1992），长久以来重农抑商的

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刘树林，1999）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近代不稳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包买商发展工场制雇

佣生产的意愿。高宝华（2007）认为，与市场的供给相比，市场需求状况更加关乎我国近代手工业中包

买商制度的兴衰成败。以高阳的棉纺织业为例，从 1914年至 1936年这短短的 23年间，国内军阀混

战，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危机，以及来自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类似产品的激烈竞

争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国内外需求上的剧烈波动。在此背景条件下，我国棉纺织业与国内经济发展一

起，共经历了三次高潮两次衰落。理性的包买商会在交易（代理）成本、风险分布和规模效率等诸多因

素之间进行权衡以选择预期收益最高的生产方式。近代不稳定的经济社会条件所导致的巨大的不确

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推高了包买商要求的必要报酬率，降低了发展工场制的预期收益，进而扭曲了包买

商的事前专用性固定投资。诚然，当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

将急剧上升。但是，当规避风险的需求压过了交易成本的节约时，能够潜在地获得规模效率的工场制

仍然难以替代包买制这一更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包买商宁愿以牺牲一体化所带来的规模效率为

代价而继续采用分成合同。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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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模型及其经济含义

以上分析表明，风险偏好与交易成本间的权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包买商与小生产者之间的缔

约结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并通过引入Bilton、Pivetta和Roland（1997）的一个同时包含逆向选择与

道德风险的理论模型，在更加微观的层面分析包买商与小生产者之间、以及不同能力的小生产者之间

的利益冲突，即信息不对称下“信息隐藏”和“机会主义”倾向对参与者间最终利润分配的影响。在结

合客观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种激励扭曲在我国近代手工业从包买商制向工厂制过渡的进

程中所扮演了重要角色。

1.模型的设定

考虑一个风险中性的包买商与一个风险中性的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假定未来有两种可能的收

入水平 Xϵ{0,R}，小生产者通过强化自身努力可提高获得高收入R的概率（降低仅得到低收入0的概

率）。记θ为小生产者的能力，假设θ∈{θL,θH}，θL<θH。包买商并不知道小生产者的具体类型θ，但他关于

小生产者生产能力的先验概率分布为：小生产者为高能力θH的概率为β，为低能力θL的概率为1-β。记

e为小生产者付出的努力，假定能力为θ的小生产者付出 e的努力后，能以θe的概率产生收入R，付出 e

的努力给小生产者带来的私人成本为：

ψ(e)= c2 e2
包买商的问题在于提出一个合同菜单(ti,ri)以最大化其将生产任务分包给小生产者所能得到的最

终收益，这里 ti表事前给包买商的现金支付，ri表包买商从将来收入中可获得的收入，因此X≥ri≥0，ri仅
在X=R时才被支付。

在此合同下，小生产者的收益为：

θie(R-ri)-ti- c2 e2 , i=L,H
在合同(ti,ri)下，其最优努力选择为：

ei= θi(R - ri)c

其最大收益为：

12c [θi(R-ri)]2-ti
包买商的规划因此为：

max(ti,ri)ìí
î

ü
ý
þ

β
é

ë
ê

ù

û
útH + θ

2
H(R - rH)

c
+(1 - β)é

ë
ê

ù

û
útL + θ

2
L(R - rL)
c

s.t.
12c [θi(R-ri)]2-ti≥ 12c [θi(R-rj)]2-tj，对所有 j≠i和所有 i=L,H（IC）

12c [θi(R-ri)]2-ti≥0，i=L,H（IR）
2.仅存在道德风险时的最优合同

假设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此时，包买商能够区分小生产者的能力，于是仅剩的激励问题就是

道德风险。如包买商可针对不同类型 i的小生产者分别提出合同，以上问题简化为：

max(ti,ri)ìíî
ü
ý
þ

ti + θ
2
i (R - r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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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12c [θi(R-ri)]2-ti≥0，i=L,H（IR）

由于参与约束是紧的，问题的解为：rH=rL=0和 ti= θ2i R2/2c。可见，为了规避道德风险，包买商应将

未来的全部收益让渡给小生产者，而仅在事前收入固定租金。从我国近代的现实看，这一结论能够解

释历史上某些包买商的来源：这些包买商来自生产效率较高的小生产者。某些小生产者在在积累了

资本后发展为包买商，或者兼任包买商。

3.仅存在逆向选择时的最优合同

假设小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固定为ê,但是包买商不能观察到小生产者的能力。此时，对于包买商

来说：

max(ti,ri){ }β[ ]tH + θHêrH +(1 - β)[ ]tL + θLêrL
s.t.

θiê(R-ri)-ti≥θiê(R-ri)-tj，对所有 j≠i和所有 i=L,H（IC）
θiê(R-ri)-ti- c2 ê2 ≥0, i=L,H（IR）

这一问题的解为：rH=rL=R和 ti=-cê2/2。在这一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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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包买商将根据小生产者各自的能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报酬，此时，包买商拥有讨价还价的能

力且得到全部剩余，小生产者以其所提供的劳动得到相应报酬，事后总会出现有效率的交易。但在现

实中，完全信息的假设几乎不可能成立。事实上，小生产者关于其自身生产能力的信息在大部分情况

下是私有的，包买商往往不能观察到各个小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在生产上也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监督。

由于包买商与小生产者的关系主要基于短期契约（一般是一个生产周期），当包买商在小范围内与小

生产者发生联系时，其获取关于小生产者包括生产能力和个人信誉等在内的私有信息的成本仍在可

控范围内。但随着分包范围的扩展，小生产者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在内的委托代理问题将变得日趋严重，包买商的监督成本将急剧上升。在近代纺织业中，随着包买

商分包范围的扩大，高阳手织布区中出现了散机居间人，后来又出现了“领机”或“机头”，他们不仅充

当了商号和机户间的介绍人，指导并监督机户的工作，有的还负有担保的义务，保证其所介绍的机户

不会盗卖帐房垫付的原料或自卖产品。这些都在成本上增加了包买商的负担。

为防止低能力的小生产者伪装成高能力的生产者，包买商只能通过拟定特定的合同在物质激励

上对不同种类的小生产者进行区分，其代价是包买商将其大部分剩余转移给了高能力小生产者以补

偿其关于自身生产能力的垄断信息，这些高能力的小生产者以其信息租金获得对其劳动的全部剩

余。其代价是降低了对的低能力小生产者的激励，最终导致低能力小生产者未能以其全部能力进行

生产。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类典型的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次优结果。

对于包买商来说，由于大部分剩余流向了高能力的小生产者，预期收益的下降减少了其投资手工

业的资本。相应地，这也降低了其投资其他行业的机会成本。这意味着，如果在资本流动上没有其他

制度上的阻碍，有了一定资本积累的包买商将很容易转投其他回报更高的行业，而非继续发展手工业

（即使这种回报并非表现在物质上）。从历史上看，这也是造成许多原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型

中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法国朗格多克地区和卡尔松卡等纺织地区的包买商利用农村手工工业

实现了资金上的原始积累后，因向往成为贵族而非进行技术改造或者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将大部分资

金用于购买土地和领主地产，这导致了原始工业资本积累不足，最终导致了该地区工业上的衰败。

五、 结 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确定性以及风险规避等市场摩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

对市场参与主体——包买商与小生产者——的激励共同决定了我国近代手工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的

演化路径。近代以来，随着国内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我国被迫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依靠大量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来自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的繁荣，

进而带动了包买制生产的发展。但是，随着包买商分包范围的扩大，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弊端也日益

凸显。包买商与小生产者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日益严重，关于小生产者生产能力信息的不充分导致了

逆向选择问题，小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造成了道德风险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在

包买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中，大部分包买商与小生产者的合作关系基于短期的契约。如果没有其他

因素的干扰，为缓解以上矛盾，包买商在仍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倾向于同小生产者签订长期合同或进行

纵向一体化以规避这些代理成本，在现实中表现为从包买商制度向工场手工业这一更先进的生产组

织形式过渡。但是，我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巨大不确定性阻碍了包买商同小生产者签

订长期合同的意愿。由于无利可图，部分已经积累了一定原始资本的包买商并未将资本继续投资至

手工业，而是将其用来从农村买地，生产上倒退至更加原始的农业经济。

在原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时，从各国转型的历史上看，并非所有原工业化发达的地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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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都能够发展至工厂制机械化大生产。事实上，大多数原工业化地区在向工业化过渡的历史进程中

都失败了，可称之为“工业化的解体”。从本质上看，从原工业化向工业化进化的关键在于将以蒸汽机

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应用于工业化生产，进而实现从家庭手工业生产向工厂制机器生产的转型。虽然

在技术上机器工业与家庭作坊相比有绝对的优越性，但当转型升级涉及到生产主体的利益时，情况往

往会变得比较复杂[1]。当外部产业环境存在如市场风险降低、生产技术出现巨大进步、市场需求急剧

扩大等正向冲击，且这些冲击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变革旧式生产制度的成本时，包买商制度就可能向手

工工场制甚至向现代工厂制转化。但是，如外来的冲击是反面的，这就会加大经营者的风险。此时，

不但难以产生前述生产组织方式向前进化的可能，甚至可能导致手工工场制度倒退至包买商制度[2]。

原工业化理论认为，近代工业化先发国家——英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便在于其民办手工业通过组

织内生产制度的不断变革来实现专业化和分工，进而获得效率。在其生产组织形式演化过程中，个体

小生产者不断分化，经由包买主、手工工场，最终过渡至现代工厂，从而实现了其工业化的阶段性转

型。但是，对于我国这种工业化后发国家来说，从原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型的动力并非来自原工业化

内部矛盾的激化，而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来自工业化先发国家的技术外溢等因素的确在

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一部分原工业化地区积极向工业化转化，如近代的德国和日本。但历史表明，更多

地区在面对来自先进地区的竞争时，国内工业相继解体，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迅速拉大。从近代我国民

办手工业的发展情况看，场内分工始终弱于场外分工，最终也未能依靠自身演化普遍地转换为“工厂”

这一现代化生产组织形式。由此可见，生产制度的演化绝非线性的，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通过对市场

主体的激励而引导着生产制度演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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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tudy at the Putting-Out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ottage Industry
—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Theory and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Nan Yang Deng Hongtu Lei Ming

Abstract: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y, most re⁃
gions of the proto-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have failed, which could be named as the“Deindustrializa⁃
tion”. In essential, the key for this transition to the mechanical production system from the cottage industry
production system lay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y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this process,
due to the innate limitations of the peasantry, the merchant class acted as a key role. Based on the transac⁃
tion costs theory and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this thesis focus on the putting-out system widespread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a non-tradition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isk appetite and transac⁃
tion costs to a large extent mutually determined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production chosen by the merchant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nstab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led the merchant class
prone to be risk averse. Coupled with the sharp rise in agency costs caused by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subcontracting ranges between merchants and small producers,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even in sacrifice of efficiency, most merchants were not willing to transit to the more advanced work⁃
shop or mechanical production system from the putting-out system when their production reach a certain
large scale, which to a large degree impe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ttage indus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putting-out system; cottage industry; transaction costs; adverse selection; moral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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